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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9 月 27 日劉益昌先生與石先生談舊莊遺址（本院蔡元培館北山角下宿舍，現址為

基因體研究中心）的發掘情形。



石
璋
如
先
生
與
台
灣
考
古
學

論
衡

98

台灣的考古學研究始於日本領台的第二年（1896），1945年 8、9月間戰爭雖然

結束，但隨後而來的國共內戰持續在中國進行，台灣的學術界與重要行業仍留有相

當數量的日本學者與技術人員，考古學界也不例外，這種情形直到 1949年國府撤退

來台，才逐漸遣返日籍人員，結束留用狀態。1949年 8月，日本籍考古學者國分直

一先生留下台灣先史考古學研究的眾多資料以及田野工作，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台

灣。在他離去前一年冬天（1948年 12月 8日），以安陽考古發掘著名的學者李濟教

授和他的同事石璋如教授、高去尋教授躲避戰亂，來到台灣。1949年夏天，也就是

國分先生準備離開台灣大學文學院前夕，李濟教授在籌備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之

餘，已經和本地籍的陳紹馨教授帶著台灣大學史學系助教陳奇祿先生，學生何廷

瑞、宋文薰、劉斌雄等先生，前往台灣山地地區進行民族學調查工作，途中並前往

著名的埔里大馬璘遺址進行調查工作。哻日治時期乃至戰後初年，由日本人主導的

台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調查、研究，至此進入新的階段，一個新的研究社群漸漸成

形。（國分直一 1951）

這些從安陽來的考古學者，對日後台灣考古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濟

之先生規劃考古學研究與發展的藍圖，高去尋先生形成中國考古學與上古史研究的

模型，石璋如先生則對台灣考古學中田野工作的影響最為深遠，主要的原因在於石

先生實地參與台灣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將考古學研究的方法，尤其是田野工

作的方法，傳承給下一代的考古學者，形成一個深厚的台灣考古傳統，至今依然。

2004年春天，石先生以百歲以上高齡離開他一輩子鍾愛的考古學研究，作為史語所

考古組的一份子，也和石先生一起工作多年，同時合寫《大馬璘》（1987）這一部國

人第一次在台灣進行發掘工作的考古發掘報告，個人謹就所知為文，用以紀念一輩

子和考古學為伍的石先生。

哻 1949年 7月，以陳紹馨為團長。團員有李濟（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主任）、董作賓、石璋如、陳奇

祿、劉枝萬等 11人組成之「林氏學田山地調查團」，舉行瑞岩民族學調查，李濟擔任人類學計測、芮逸夫

負責系譜、董作賓負責曆法，石璋如與陳奇祿調查物質文化，何廷瑞與宋文薰兩人擔任通譯。7月 20日到

達埔里時曾由劉枝萬（埔里人）、宋文薰領導前往愛蘭台地的大馬璘遺址作短期考古調查，參觀謝添發及

芝原太次郎先生之收集品，引起團員極大興趣。該團之考古經費原擬發掘台中縣大肚溪北岸營埔遺址，因

營埔遺址當時是水田，尚未收割，不能立刻工作，於是由李濟先生與林氏學田商量，改以大馬璘遺址作為

發掘對象。11月 10日，石璋如先生和陳奇祿先生到埔里與地方熱心學人劉枝萬先生籌備發掘事宜，商得地

方人士同意，團址借用愛蘭國小校長住宅內。11月 12日全體團員進駐，13日勘查工作地，14日展開發掘

工作，至 12月 1日結束。除雨天外，實際工作天 16天，此為大馬璘遺址第四次發掘，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發

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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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自安陽殷墟的考古家

石先生是河南省偃師縣人，就讀河南大學的時期（1928.9 -1932春），正是本所

在安陽殷墟發掘工作的初期，本所第一次發掘殷墟在民國 17年 10月，正是石先生入

學初期，因此石先生有機會在大學一年級聆聽主持安陽殷墟第一次發掘的董作賓先

生演講殷墟發掘的情形，因而引起他對考古學的興趣。1929 -30年因為河南省與中

央對抗抵制殷墟考古發掘，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協商後而衍生的條件，使得大學三

年級時，石先生和同學劉燿奉學校之命，派遣前往安陽參加殷墟考古實習，因此得

以河南大學學生的身份參加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團，從民國 20年 3月起「我就以大

學生身份在安陽實習，參與安陽考古，也自此與考古結下不解之緣。」（陳存恭等

2002：58）這些機會和緣分造就中國考古學界一位重要的學者，日後也為台灣考古

學帶來重大影響。就石先生的學習與研究歷程而言，筆者認為以下三項對台灣考古

學發展影響深遠。

（一）田野考古發掘

石先生從中國考古學建立初始的殷墟發掘就接觸考古學研究的相關資訊，隨後

並參與考古發掘工作。民國 19年末殷墟發掘第四次開始擔任實習學生，參加短期發

掘，開始學習考古田野工作；民國 20年秋天第五次殷墟發掘仍以學生身份參加，開

始全程參加發掘工作；民國 22年 10月第七次殷墟發掘開始，正式加入發掘團，成

為史語所的一員；民國 26年 3 -6月第十五次殷墟發掘，也就是最後一次發掘，石先

生擔任現場指揮發掘的負責人。從參加發掘的實習學生到指揮發掘的負責人，長達

六年以上完整的田野歷練，學習各種不同發掘方法，累積深厚考古田野發掘經驗，

形成考古發掘田野工作的整體方法。這些發掘方法可說是第一代中國考古學者參考

西方田野考古學方法，加入對於華北地區地層特性而建立的考古學田野方法，這些

考古田野方法當是史語所考古組創立初期由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等諸位先生根據

地理環境及經驗累積所思考創立的一套田野發掘方法。石先生曾經描述李濟先生所

使用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隨著時代排列起來，差不多等於一部發掘方法的歷史，

從 1. 西陰村的「剝蔥」發掘與「三點測量」及「層疊記載」法，2. 安陽殷墟發掘

時期的小屯的不連貫，縱、橫、連、斜、支及點的發掘法， 3. 不連貫與縱斜方法兩

者兼施的發掘法， 4. 縱橫連支線的發掘法， 5. 簡化縱橫線的發掘而改為 ABC等區

的發掘方法，最後從殷墟第四次發掘開始，利用吳金鼎先生發掘山東城子崖遺址的

經驗，6. 開始進行制度化的發掘，規劃發掘網依每十公尺見方為一個單位，用等距

離、等長度的探坑來發掘，建立了全面性的發掘方法，這一套方法按石先生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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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田野考古人員對一個新發現遺址發掘工作的四個步驟，亦即點的探找、線

的觀察、面的揭開、體的發掘。（石璋如 1975：10-11）這些考古發掘方法，其實就

是考古田野工作方法中有關層位、遺跡、現象發掘與記錄的不同方式，石先生所說

的四個步驟也就是今日考古學發掘中的抽樣發掘（包括隨機抽樣與系統抽樣）、探溝

發掘、塊狀區域發掘以及方格系統發掘。

（二）田野考古調查

民國 26 年中日戰起，殷墟發掘工作不得不停止，這個機會恰好給石先生歷練

考古學田野工作另一重要部分，也就是田野調查部分。八年戰爭與史語所播遷過程

中，一路調查、研究不綴，綏遠、隴東、蒼洱、敦煌、黑水、關中等區域，石先生

都親自調查、記錄，足跡遍及後方之西南、西北以及關中地區，調查過的遺址多達

180處以上。哷其中最重要的過程是民國 31年初，史語所派勞榦先生與石璋如先生

到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博物院及中國地理研究所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團」，

在民國 31年調查了甘肅、寧夏地區，主要調查千佛洞、玉門關、陽關以及黑水流

哷 石璋如先生調查的遺址紀錄見於《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等 2002），附錄一。

左圖為安陽殷墟第六次發掘以探溝發掘方式進行甲四基地東面發現的一行礎石；右圖為安陽殷墟第六次發掘

B 區全面發掘的景像。（影像提供：史語所安陽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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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民國 32年調查陝西的周都地區，這些調查工作不但增加石先生本身田野發掘工

作以外的考古田野經驗，石先生所採用的調查表格詳細記錄遺址，也建立田野考古

調查的新典範。

（三）考古學類比研究

對於考古學者而言，考古發掘所引起的問題，必需在考古田野工作與後續研究

中解決。石先生長年在殷墟發掘所引起的問題，自然以考古發掘現象以及器物使用

功能的推論有關。例如「穴窖」，亦即考古發掘時發現的「灰土坑」功能究竟為何的

問題，石先生藉著前往綏遠調查，從農村糧窖的調查與口訪，得知「糧窖內若有麥

子腐朽，通常土壤成灰色，油菜籽腐朽就會是綠色，我們才曉得種的作物不同會影

響泥土的顏色。」（陳存恭等 2002：175-6）類似這樣的調查，擴及於民俗、傳統工

藝和生活形態的調查。暫居雲南之時，在龍頭、瓦窯、宜良、呈貢等地，從事農村

社會、民俗、建築和手工業調查，可說是帶著當時尚未流行的考古學類比與民族考

古學風氣。

石璋如先生進行關中地區調查時記錄疙瘩廟遺址之各項資料（引自石璋如 1956：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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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台初期調查與傳承

戰後史語所從四川復原回到南京，正想在南京安定進行研究工作的史語所同

仁，卻因「國共內戰」再度搬遷，不過這一次不再是全所遷移，只有部分研究同仁

隨著標本、圖書遷台。1948年底石璋如先生帶著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研究以及多年

的考古調查經驗，隨著傅斯年所長與考古組主任李濟之先生遷來台灣。這個機緣，

對當今台灣考古學有著重要影響。

秉承史語所考古組同仁一貫的精神，1948年底來台第二天（12月 8日）石先生

就和李濟之先生與組內同仁前往圓山遺址調查。（陳存恭等 2002：335）1949年 7

月參加「林氏學田」資助的泰雅族瑞岩民族學調查，同時調查大馬璘、營埔二處遺

址，選擇來台後第一次發掘地點。1949年 11月參加大馬璘遺址發掘，實地率領發掘

團隊進行發掘工作。1951年10月與方豪、宋文薰先生一起調查淇里岸、江頭（關渡）

遺址，1949-51年間數度調查手工業與生活習俗，例如楊梅的磚瓦業、鶯歌的陶瓷

業、楊梅的土葬等。來台初期的調查、研究中最重要的可說是 1949年底大馬璘遺址

的發掘工作。

大馬璘遺址發掘，名義上由李濟之先生領隊，實際上是石先生負責田野發掘及

日後的研究工作，率領高去尋、潘秩等殷墟發掘的前輩先生，帶著台灣大學史學系

的助教陳奇祿，四年級學生何廷瑞，三年級學生宋文薰、劉斌雄，進行來台第一次

發掘。從遺址選定、發掘區域劃分到探坑佈設的發掘前半部，到實際發掘中地層記

錄、墓葬及相關現象記錄、測量，最後的資料處理，各種過程無一掛漏，傳承考古

發掘經驗給第一代台灣考古學者。

這次考古發掘工作深具意義，台灣第一代考古學者宋文薰、劉斌雄，除了受到

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等先生的考古學知識傳承以外，同時從大馬璘遺址發

掘的訓練中獲得安陽殷墟發掘深厚的經驗傳承。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雖然不是

台灣大學史學系的「考古學田野課程」，但當時何廷瑞、宋文薰、劉斌雄三位先生都

是史學系的高年級生，參與發掘的石璋如、高去尋、潘秩等諸位先生都是已有考古

發掘經驗的工作者，從實際工作情形而言，這一次的發掘也許可說是考古人類學系

成立之前的「考古學田野課程」。就後來在考古人類學系教授田野考古課程的宋文薰

教授而言，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工作應當是第一次正式的考古田野工作。

當時在埔里地區擔任中學教師的劉枝萬先生，也因興趣於考古工作而於發掘與

後續調查工作中受教於石璋如先生，在 1950年代以後和宋文薰、劉斌雄先生同為台

灣第一代從事考古研究工作的考古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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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台灣的教學與研究

1949年7月，台灣大學文學院在李濟先生的努力之下創設了考古人類學系。主要

的教學成員幾乎都來自於史語所的第三（考古）和第四（人類）組，其中考古組的

成員有李濟、董作賓、石璋如和高去尋先生，人類學組的成員有凌純聲、芮逸夫先

生，加上原本的陳紹馨以及從歷史系聘任但擔任考古人類學系必修課程的李宗侗、

劉崇鋐和勞榦先生，（張光直 1995：109 -110）這個堅強的陣容，正式取代戰後

1945 -49年間留用於台灣大學的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宮本延人等諸位先生教授的

考古學與民族學。

石璋如先生從 1953年起教授四年級的田野考古學，石先生就個人經驗，講授遺

址的地形、測量的方法、製圖的方法、現象的辨識、墓葬的處理、窖穴的處理、遺

物的處理等等內容，將安陽考古發掘的情形從第一次講到最後一次在方法上的異

同，同時帶領學生進行測量、標本整理。由於田野考古學除了注重課堂講授之外，

也必須注重田野實習，第一次田野實習課選定桃園縣大園鄉大園尖山遺址（1953），

除了發掘之外，也曾進行環島的考古調查，這樣的田野實習工作日後成為考古人類

學系的特色，一直持續至今。石先生接著到大甲麻頭路遺址（1954）、台北圓山遺址

（1954）、樹林狗蹄山遺址（1955）、東海岸調查（1956）、大甲番仔園遺址（1957）、

大坌坑與十三行遺址（1959）、集集隘寮遺址（1960），這些考古工作就是當時台灣

主要的田野發掘，當時的助教就是宋文薰先生，宋先生的調查以及發掘經驗，可以

說是在戰後初期跟隨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先生初步調查的基礎之上，加上大馬璘遺

址發掘的學習以及後來協助石璋如先生教學的過程中逐步累積而來。學生當中，第

一屆的李亦園先生，第二屆的張光直先生以及稍後的楊君實先生，都曾經從事考古

研究工作，尤其是張光直先生日後在中國考古學、台灣考古學以及史前學的領域大

放光芒，這和石先生所帶來的田野工作具密切的關連。這個考古學田野教學的傳承

經驗，幾乎成為台灣考古學日後研究的基礎與準則，影響台灣考古學既深且遠。石

先生同時還影響了前述在大馬璘遺址學習的劉枝萬先生以及隨石璋如先生進行調查

工作的文獻工作者盛清沂先生，二位先生雖非考古專業的學者，但是在地方文獻委

員會進行了相當數量的調查與發掘研究，為部分區域建立堅實的考古學基礎資料，

功不可沒。

石先生是三位來台的安陽考古學者中，唯一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同時參與台灣考

古學研究工作的學者，從來台後就發表了多篇有關台灣考古學研究的論文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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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1963年最後一次教授考古學的課程之後才逐漸淡出。哸同一時段前後，由於

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教師體系逐漸完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支援的兼

任教師也逐漸減少，可說完成了考古學與民族學的世代交替。從 1949到 1963年，這

個階段台灣考古的研究與教學，在史語所的支援下逐漸茁壯成長，石先生在田野考

古學課程的教學與典範建立，具有特別意義。考古人類學系畢業的張光直先生在

1964年代表耶魯大學與代表台灣大學的宋文薰先生合作的「台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

畫」，加強了台灣考古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也代表在台灣訓練的第一代考古學

者完全接替安陽考古學者的位置，以石璋如先生為代表的史語所考古組成員從此退

出台灣考古學的研究與教學領域，專注於安陽考古發掘出土遺物的報告撰寫與深入

研究。

四、對台灣考古學的影響

石先生雖然僅在短短的十五年間（1949-63）介入台灣考古學的研究與教學，卻

對台灣考古學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筆者認為以下四項影響深遠。

1. 建立田野考古學教學方法

田野考古學教學方法從石先生就已立下應有的標準，第一學期是課堂講授，教

授田野考古的理論與方法，第二學期是田野實習，在寒假中前往遺址進行調查與發

掘，開學後在室內學習資料整理方法，並完成田野考古報告。石先生認為「田野實

習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在課堂所學都必須到田野實習才見分曉。⋯⋯田野只不過是

考古的一部份，學不會田野就無法考古。」（陳存恭等 2002：355）

這樣的田野考古教學方法隨後傳承給宋文薰先生，再從宋先生交給黃士強先

生，再由近期的年輕考古學教師傳承，雖然在教學內容上略有變更，但石先生所建

立的考古學教學標準，到現在沒有改變。台灣考古界目前所有的工作人員，幾乎都

在這個教學體系下學習成長。

2. 確立田野考古工作方法

雖然台灣的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也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

學組同在 1928年設立，從事學術的考古學研究工作，但台灣的考古學田野方法在日

哸 大馬璘遺址的發掘報告雖然在 1987年才出刊，（石璋如、劉益昌 1987）但報告的大部份內容是早在發掘

完後不久就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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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始終未能規整化，尤其是考古學發掘方法。石璋如先生帶來的安陽發掘方

法，第一次在大馬璘遺址施行，就是一個規整化的發掘工作。石璋如先生在台灣地

區的田野工作與教學，從大馬璘遺址、大園尖山遺址、圓山遺址、大甲番仔園遺

址、樹林狗蹄山遺址、八里大坌坑、十三行遺址、集集隘寮遺址的發掘與教學，幾

乎都採取探溝發掘與現象塊狀擴充並行的方法進行發掘工作，從安陽考古所建立的

點、線、面、體的發掘方法，也就是抽樣、探溝、探坑系統化發掘的各種方法，是

日後台灣考古學界遵循的田野方法，雖有部份方法改變或不同，但大體一致。

3. 培養後進考古工作者

在李濟之先生的規劃當中，史語所從事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考古學研究，台灣

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則以台灣考古研究為重心，自然培養台灣本土的考古學者，成為

重要的任務。石先生在考古學的研究過程當中，培養的第一代學者包括宋文薰、劉

斌雄、張光直等重要的考古家，影響劉枝萬、盛清沂等文獻學者從事考古學基本調

查工作，在 1960年代以前和史語所考古組的其他同仁，一起將台灣考古學界的第一

大馬璘遺址的探溝發掘（引自石璋如、劉益昌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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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本土學者扶植成可以獨立從事考古學的研究者，才逐漸淡出台灣考古的研究圈

子，走回安陽考古的空間，這是其他學者所不及的。

4. 提倡考古學類比運用

今日的考古學不論在哪一學派，都可以發現以民族誌類比的方法從事研究工

作，就類比研究而言，石先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瞻者，從安陽發掘之後的調查，

到戰後播遷來台後進行的當代民俗、手工業甚至喪葬儀禮的調查記錄，都是石先生

類比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今天考古學家大肆使用類比研究，其實石先生早在

1930年代就開始，來台後也做了相當多原住民生活與考古學研究的類比，雖然這方

面未能深入影響台灣考古學界，但仍為台灣考古學界提倡新的研究方式。

五、後語

從 1949年就帶著我們走台灣考古的這條路，石先生雖然在今年（2004）春天離

開我們，但是他所傳承的學問，仍然深刻的留在台灣考古學界，忝為台灣考古學界

的一份子，也是石先生再傳的後學晚輩，個人除了努力延續石先生的考古學香火，

也敬祝石先生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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